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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养老院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分异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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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正在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密切关注的焦

点。养老院是解决中国养老问题的有效办法。因此，分析中国城市养老院的空间分布特征以

及探索城市之间养老院数量差异的成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网络爬虫技术获取了

2019年中国 285个城市的养老院数量，并进行了地图化展示，然后从空间分异性视角出发，运

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城市养老院数量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

养老院数量的空间分布与城市老年人口分布非常相似。② 地理探测器方法的因子探测结果显

示，老年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公共财政支出、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和公园绿地面积是影响城

市养老院数量的主要因素。其中，城市财政支出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养老院的建设至关

重要。③ 交互因子探测分析结果显示，5个影响因素的两两交互作用均大于单个因素的作用，

说明城市养老院数量的空间分布是受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老年人口与其他4个变

量的交互作用最强，说明老年人口和其他因素结合对城市养老院数量空间分布来说是最主要

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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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迎来了人口爆炸式地增
长，尤其是60—70年代婴儿潮的到来使得青壮年劳动力数量大幅度提升，为中国改革开
放后经济的迅猛发展奠定了扎实的人口红利基础。然而，庞大的人口数量对生态环境与
自然资源造成了巨大压力，故此，中央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计划生育”的基本
国策，人口快速增长势头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然而，由于低生育、长寿命以及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推动了中国老龄化进
程[1]。20 世纪 60—70 年代出生的人口已经或即将达到退休年龄，面临着紧迫的养老问
题。中国现阶段人口年龄结构与几十年前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
的《中国统计年鉴 2018》数据显示（图 1），截至 2017年底，中国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
数量已经达到 2.4亿，占总人口的 17.3%，表明了中国已经全面步入老龄化社会。这 2.4
亿老年人口中，按照年龄又可以细分为 3 组人群。其中，60~69 岁的低龄老年人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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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70~79 岁的中龄老年人占比 32.9%，而 80 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仅占 11.0%。同
时，从人口年龄结构可以看出，当前40~60岁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也很高（30.54%）。据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为76.34岁，
2020年预计将达到77.3岁，2030年达到79.0岁。结合年龄结构图来看（图1），中国当前
的老龄化还未达到峰值。然而，预计在10~20年后中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老龄化形势。

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养老机构和养老设施存在明显的短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政部发布的《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总计养老
床位为744.8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仅拥有30.9张床位，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的养老需求。
另外，加之老年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持续多年的低生育率，使得中国已经面临着严峻的
养老问题。如果依照当前的养老机构和设施的情况，若不能有效地解决供给不足这个短
板，那么在未来的10~20年内，家庭和社会将会面临高昂的社会养老成本。

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养老机构设施供给不足的问题已经成为了政府亟需
解决的民生问题。因此，近年来颁布了一系列积极的优惠政策和措施来应对社会养老问
题。这些政策主要涉及养老设施的基础建设、养老服务体系、社会保障制度、市场体制
建设等方面。例如，2014年与2015年先后发布的《商务部民政部发布公告鼓励外国投资
者在华设立营利性养老机构从事养老服务》与《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
的实施意见》，指出了要通过政策支持促进外国投资者和民间资本加大在养老服务业的投
资建设并鼓励养老产业发展。随后，2016年又连续发布了两份政策文件，提出了要开发
一批集养老、医疗、康复与旅游为一体的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加快中国养老设施的
基础建设。另外，《关于2016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的文件中提到深化
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将要加大养老服务市场的开放程度，鼓励民间资本与外资进
入养老服务业市场。2017年国务院又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
服务项目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发展居家养老业务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倡导社会
建立医养结合机构。由此可见，养老问题已经成为政府关注的重大社会焦点，政府正在
不断发布利好政策来鼓励社会各种资源解决当前的养老问题以及满足未来的养老需求。

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8》公布的2017年全国人口抽样数据，抽样比为0.824%。

图1 2017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图
Fig. 1 Ag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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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益严峻的社会老龄化问题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课题。国内学者主要从养老
院的发展状况、老年人生活现状以及老年人生活保障制度三大方面从不同角度针对中国
迫切的养老问题开展实证研究。第一，有关养老院发展状况方面，柴彦威等[2]以北京为
例，研究了养老服务供给与老年人需求之间的关系，发现其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即市
区老年人对养老服务需求大，但是相应的养老床位少，而郊区的需求量小却有多余的养
老床位。康蕊[3]也得出了相近的结论，并且发现养老机构提供的多为日常照料服务，缺少
老年人需要的护养服务。王三秀等[4]调查了农村养老院的状况，发现农村的养老机构存在
着基础设施不完善、运营不佳且数量匮乏，无法满足农村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等
问题。与之相反的是，赵东霞等[5]研究了东北地区的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匹配程度，发现
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老龄化有一定的空间关联特征。梁月等[6]对湖北十堰的养老
院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十堰市养老院的医疗卫生状况不佳、设施服务不全，老人的医
疗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第二，有很多学者关注老年人的生活现状方面。例如，曾毅等[7]通过调查发现了中国
社会老年人正在出现空巢化趋势，并且指出这是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后导致的低生育率，
成年子女减少，许多老人无法与他们的已婚子女同住，故而出现越来越多的空巢老人。
曲嘉瑶等[8]研究发现，虽然中国老年人的居住现状仍以三代同住为主，但是这一比例正逐
渐下降，并且与配偶同住的比例在逐渐上升。此外，孙鹃娟[9]也观察到了空巢化这一社会
现象，分析了第六次人口普查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后发现，目前三代同堂仍旧是老人
最主要的家庭居住方式，但随着60后进入老年期，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空巢老人，进而
对养老院会有更大的需求。任强等[10]还探究了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与情感状况之间的关
系，研究发现配偶是老年人获得幸福感的关键，单独夫妇生活以及三代家庭同住的老年
人相比丧偶或独居的老年人具有更高的幸福感。彭庆超[11]研究了当下农村老人的主要居
住方式，发现单独与配偶居住方式已经超越了三代同住。卢沛等[12]则调查了老年人的生
活质量，研究发现养老机构中老年人的患病率高于平均水平，且各项生活水平指标也较
低，这是由于养老机构之间资源配置失衡所造成的。谢江芸等[13]通过对60例失智失能老
人的观察发现，医养结合的照护模式能充分发挥医院的医疗和照护资源，改善失智失能
老人的生活自理能力以及精神行为状况。

第三，有关老年人生活保障制度方面，洪大用等[14]调查后发现，在后集体时代农村
的五保供养制度出现了较大的问题，近一半的五保对象未获得保障。封进[15]使用了福利
经济学对中国养老保险体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当下采用现收现付制的保险体系有利于社
会福利改善。同样，徐梅等[16]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认为还可以通过缩小收入差距来
减轻养老保险的社会和财政负担。许亚敏[17]参考了国外的养老保障机制并结合中国国
情，建议通过厘定职责，推进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方式，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衔接
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来缓解养老问题。徐学英等[18]则提出要以国家、省级政府、市
县和个人共同分担护理费用的居家养老方式来缓解资金不足的问题。任素娟等[19]在调查
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后提出了政府应当完善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并且加快实施强制
护理保险制度来推动建设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刘伟兵等[20]也对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进
行了分析，发现社会养老政策反而在老年人福利方面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这是因为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显著地“挤出”了子女对老人的劳动支持以及经济支持。乔长
昭[21]分析了当下养老保险基金问题背后的原因，认为养老保险基金收支不均是由养老保
险统筹层级过低，以及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共同造成的，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
基金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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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虽然目前有大量的实证分析针对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养老院发展状况、老
年人的生活现状以及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制度等方面开展研究，但是绝大部分研究针对微
观数据层面，或者单独针对个别城市的养老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原
因，目前没有研究从全国宏观的城市尺度层面来分析中国的养老院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
城市间养老院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因此，本文主要有3点贡献：① 利用网络爬虫技术
获取中国 285 个城市养老院的数量，然后，从全国城市尺度分析养老院的空间分布特
征，从而为地区差异化养老政策的制定和措施的实施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② 由于养老
院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性特点，因此，本文采用学术界最新的地理探测器
方法来分析285个城市养老院数量差异的影响因素，从而为中国城市养老院设施的建设
提供空间统计上的依据。③ 本文从全国层面城市尺度出发开展研究，有助于政策制定部
门从宏观上把握全国各地区的养老院现状，充分结合当地的人口结构实际情况，从而制
定未雨绸缪的养老政策和措施以应对未来的养老压力。

2 模型方法和数据说明

2.1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一种用于空间数据分析的统计模型[22]，其基本理论是通过空间分层异

质性视角来判断两个变量的空间分布的相似性。具体来说，如果某个自变量对某因变量
有影响，那么自变量的空间分布和因变量的空间分布应该趋于一致[23]。最初地理探测器
用于研究地理相关因素对于地方性疾病的影响，后来应用范围逐步扩大至与地理空间相
关的研究领域。例如，居民宜居满意度[24]、粮食产量[25]、城市的建设用地变化[26-27]、房价
影响因素[28]、碳排放[29]以及土壤重金属污染[30]等。

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及交互作用探测来分析中国285个城市养老院空
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以及交互作用。空间分异性是基本的地理现象。地理探测器方法的主
要目的就是将空间分异性进行定量化。首先介绍因子探测。因子探测的作用是探测某一
个因子X对于属性Y的空间分异性的解释程度有多大，用 q统计量来表示，具体的表达
式为：

q = 1 -∑h = 1

L

Nhσ
2
h

Nσ2
= 1 - SSW

SST
（1）

SSW =∑
h = 1

L

Nhσ
2
h （2）

SST = Nσ2 （3）
式中： h = 1, 2,⋯, L 表示因子X或变量Y的分层，也可以称之为分类；Nh和N分别为层h

和全区的单元数量；σh
2和σ2分别是层 h和全区Y值的方差。SSW可以理解为层内方差之

和，SST则是全区总方差。q值的范围在[0, 1]之间，其中，数值越大则表示Y的空间分异
性越明显。若分层根据因子X产生，则 q值表示因子X对属性Y的因子解释力，q越大，
那么因子的解释力越大。极端情况下，当q值为1时，则表示因子X解释了100%的属性
Y，而0则表示因子X与属性Y无关。

交互作用探测是用来检验不同风险因子Xs进行交互之后的效果。具体来说，将风险
因子X1和X2进行交互后，判别其对因变量 Y 的因子解释力是增强还是减弱，以及增强多
少或者减弱多少，或者两者对 Y 的影响是否相互独立等问题。具体方法为首先计算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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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X1和X2分别对Y的q值：q（X1）和q（X2）；然后，将两个因子进行交互（将X1和X2两个
图层进行叠加，相切后形成新的多边形分布）并得到 q值：q（X1∩X2）；最后，将 q（X1）、
q（X2）和q（X1∩X2）进行比较。两个因子交互作用的结果可以分为5类（表1）。

2.2 指标选取
为了探究影响城市养老院数量空间分布的驱动因素，本文分别从人口、经济和环境

3个维度选取了5个变量，即：老年人口数量（Pop）、经济发展水平（GDP）、公共财政
支出（Expd）、养老保险参保人数（Pension）以及公园绿地面积（Park）。① 老年人口数
量。选用 65岁以上的人口作为老年人口。这是由于国际上定义 65岁以上人口为老年人
口。此外，《中国统计年鉴》划分年龄组也将 65岁及以上定义为老年人口。一般来说，
城市中老年人口的数量越多，那么对养老院的需求也就更大，更大的市场需求则意味着
需要更多的养老机构来提供养老服务。由于养老院的服务对象是老年人，故可以推断
出，两者在空间分布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② 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通常决定了
一个城市的综合治理和社会服务能力。经济水平越发达，那么能够提供的养老机构和设
施就越多。此外，经济水平越高的城市，对于高质量养老服务的要求就越高，愿意在规
范化的养老院进行养老的老年人也就越多，城市中养老院的数量也就越多。GDP代表了
一个城市的经济水平，可以预计两者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③ 公共财政支出。其反映
出一个城市的公共设施的建设投入的经济能力。公共财政支出越高的城市，通常能够为
养老机构和设施的建立提供更多的资金扶持，那么养老院数量也就会越多。④ 养老保险
参保人数。它能反映出一个城市的社会保障能力。参保人数越多，说明地区社保能力越
强，那么老年人有充分的经济保障，可以选择到养老院养老。对于社会保障能力强的城
市来说，越有可能提供更多的养老机构和设施。⑤ 公园绿地面积，由于现在人们对于生
活环境越来越重视，因此在条件允许时将倾向于选择环境较好的城市养老，具有更高的
旅居养老适宜性的城市绿化率一般较高[31]，因此，环境更优异的城市对于养老院的需求
就更大。公园绿地面积是衡量城市环境优异的一个指标，公园绿地面积越大则养老院数
量越多。
2.3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是城市尺度的养老院数量。由于部分城市养老院数量为 0 或者数据缺
失，因此最终样本为281个地级市以及北京、天津、上海、重庆4个直辖市，合计285个
城市。利用网络爬虫技术从百度地图中获取了这285个城市的养老院数量数据，采集日
期为2019年6月。此外，由于数据可获得性原因，研究未包含港澳台地区。其他数据方
面，老年人口数量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经济发展水平、公共财政支
出、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公园绿地面积 4 个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7》。为了验证城市养老院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本文将获取的数据与统计年鉴中的
进行对比。由于绝大部分城市未公布养老院数量，对比了 4座城市，分别为深圳 34个、

表1 交互作用探测
Tab. 1 Interaction detector

判据

q(X1∩X2) < Min[ q( )X1 , q(X2) ]

Min[ q( )X1 , q(X2) ] < q( )X1∩X2 < Max[ q( )X1 , q(X2) ]

q(X1∩X2) > Max[ q( )X1 , q(X2) ]

q(X1∩X2) = q( )X1 + q(X2)

q(X1∩X2) > q( )X1 + q(X2)

交互作用

非线性减弱

单因子非线性减弱

双因子增强

独立

非线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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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626个、北京513个、南京260个，可见采集的数据与统计数据差异不大，并且比例
非常接近，因此利用该数据可以很好地探析出中国城市养老院数量的空间分异性特征。

由于地理探测器分析方法要求自变量为类型变量，本文使用自然断点分类方法将老
年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公共财政支出、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以及公园绿地面积5个
变量均分为5类。

3 中国养老院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布特征

3.1 养老院数量的空间分布
首先采用ArcGIS软件绘制出中国285个城市养老院数量的空间分布特征（图2）。由

图2可以看出，中国养老院数量为0或者数据缺失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西北大部分城市、西
南部分城市以及中部少量城市，这些主要是较为落后的欠发达地区。而养老院数量较多
的城市大部分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养老院数量比较密集的区域大致为长三角城市
群、珠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以及中原城市群，这些城市群都是经济
较为发达且人口较多的地区，与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合
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北京、天津、上海、重庆4个城市养老院数量最多。而东三省
至陕西省则呈现出连片的养老院数量少的城市带。可见人口越多的城市养老院数量越多。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城市养老院数量的分布是否平衡，本文剔除了人口因素，进行
了归一化处理，绘制出每十万人养老院拥有量的空间分布图（图3），颜色越深则表示该
城市人均养老院拥有量越多。可以发现，中国人均养老院拥有量较多的城市几乎都集中
在沿海地区的发达城市，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及京津地区。而
华北平原、中原地区、黑龙江北部、以及陕甘宁地区中有较多城市的人均养老院数量较
低，反映出这些地区养老机构及设施相较于东部城市来说明显偏少。
3.2 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布

本文绘制出5个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布图（图4）。根据图4a显示可知，老年人口数量
较多的城市大部分集中在中原地区、华北平原、山东半岛以及川渝地区。此外，还有少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GS(2016)2923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2 2019年中国285个城市养老院数量的空间分布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nursing homes in 285 Chinese cities 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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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老年人口数量多的城市分布在泛长三角地区。老年人口数量较多的城市在一部分程

度上和养老院数量较多的城市重合，即呈现出相似的空间分布特征。据此可以推断出，

老年人口数量是养老院最主要的驱动因素。

由图 4b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显示，高GDP城市聚集的地区为长三角地

区，其次为珠三角地区。此外，高GDP城市集中的地区还有华北平原以及胶东半岛，而

东北平原和四川盆地仅有个别城市经济表现较好。最后，西北地区、东北边境以及西南

边境等地方城市的GDP水平普遍较低。GDP作为衡量地区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可以很

好地表现出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通过对比养老院数量分布，可以发现养老院数量较多

的城市在相当程度上和GDP较高的城市重合，可以初步得出结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

城市养老院数量的重要因素。

图4c描述了中国285个城市的公共财政支出情况。可以看出公共财政支出较多的城

市大部分集中在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以及环渤海地区，其次湖南及周边地区财政支

出较高的城市数量也相对较多。东北地区有个别城市的公共财政支出明显高出周边城

市，此外，其余城市的公共财政支出较少。

图4d展示出了中国285个城市的养老保险参保情况的空间分布。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最多的城市主要位于泛长三角地区，以及珠三角地区。此外，环渤海地区的部分养老保

险参保人数最多的城市主要集中在胶东半岛和京津冀地区。辽东半岛、华北地区、川渝

地区和部分东北城市的养老保险参保情况次之，而西北甘肃地区及一些边境地区的养老

保险参保情况则较差。参照养老保险参保情况与养老院数量分布，可以初步看出养老保

险参保人数与养老院数量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图4e是中国285个城市的公园绿地面积大小的空间分布，一线城市以及重庆市拥有

最大的公园绿地面积。同时可以发现，天津、青岛、杭州、成都、武汉等新兴中心城市

仅次于北上广深渝这5座城市。而山东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及一些省会城市

的公园绿地面积再次之，其余地区城市的公园绿地面积则较小。公园绿地面积越小，则

表明城市绿化程度越差，环境质量就越差。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GS(2016)2923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3 2019年中国每十万人养老院拥有量的空间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ursing homes per 100,000 persons in China 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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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分析结果

4.1 因子探测结果
本文首先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方法分析了城市养老院数量与5个自变量之间的线性

关系。然而，Pearson相关系数仅仅分析了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而灰色关联度能够
识别出两组随机变量之间的几何相似程度，从而判断两者是否联系紧密，反映出曲线间
的关联程度，因此在研究中再加入了灰色关联分析进行进一步的判定，结果如表2所示。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GS(2016)2923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4 2016年5个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布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iv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ina 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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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Pearson相关系数（表2）可以看出，线性相关程度从大到小排序为经济水平
（GDP）>公共财政支出（Expd）>老年人口数量（Pop）>养老保险参保人数（Pension）>
公园绿地面积（Park）。其中，经济水平（GDP）、公共财政支出（Expd）、老年人口数量
（Pop）、养老保险参保人数（Pension）与养老院数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0.8，属于极强
相关；公园绿地面积（Park）与养老院数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介于0.6~0.8之间，属于较强
相关。由此可以得出，这5个自变量均与养老院数量之间存在正向的线性相关。

通过灰色关联分析（表2）可以发现，5个自变量的灰色关联度都很高，并且数值非
常接近。相较于Pearson相关系数来说，灰色关联分析得出这5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拥
有更高的相关性，其相关性大小排序为：经济水平（GDP）>公共财政支出（Expd）>养
老保险参保人数（Pension）>公园绿地面积（Park）>老年人口数量（Pop）。

然而，Pearson相关系数和灰色关联度这两种方法都忽略了空间分层异质性问题，无
法反映出数据的空间差异特征。因此本文采用一种新的空间分异性视角的统计分析方
法，即地理探测器，来进一步分析中国285个城市养老院数量空间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

表 2 中的因子探测分析结果显示，这 5 个自变量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换言
之，这5个变量是影响城市养老院空间分布的重要驱动因素。其中，q值的大小表示因变
量Y在多大程度上受自变量X的影响，这5个影响因素对养老院空间分布的解释力从大到
小排列依次是公共财政支出（Expd）>经济水平（GDP）>老年人口数量（Pop）>公园绿
地面积（Park）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Pension）。从系数大小来看，q值考虑了空间异质
性后远低于Pearson相关系数和灰色关联度的得分，说明了充分考虑了异质性后，矫正了
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虽然系数不同，但是这5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
没有很大的改变。

在这5个自变量中，因子解释力最大的是公共财政支出（0.6732），这是因为养老院
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支持，因此公共财政支出对养老院数量至关重要，政府财政支
持对于当地养老问题的解决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就是城市经济水平，GDP是衡
量一个地区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城市的养老院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
的影响。由图2也可以看出，经济发达的城市，养老院数量较多。第三和第四分别是老
年人口数量和公园绿地面积。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老年人口变量。相比较Pearson相
关系数和灰色关联的结果，因子探测结果中的老年人口变量的q值（0.6614）与前两大影
响因素，即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共财政支出的q值（0.6701和0.6732）相比非常接近，说明
了地理探测器能够结合空间分异性的特点，可以更好地揭示城市养老院数量分布差异与
驱动因素之间的关系。最后，因子解释力最小的是养老保险参保人数（0.5901）。从经济
学角度分析，其原因是养老保险参保人不等同于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其中很大部分未
到退休年龄，因此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更多的是影响未来的养老院需求，在时间上与其他
4项自变量的效用性质有所不同，具有一定的时滞性。然而，就此可以推算出，社会保
障水平较高的城市对于未来养老问题应该有进一步的规划，未雨绸缪地布局养老机构和
设施，以应对未来的养老挑战。

表2 Pearson相关系数、灰色关联及因子探测分析结果
Tab. 2 Results of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grey relational coefficients, and factor detector

自变量

Pearson相关系数

灰色关联度

q值

Pop

0.8208

0.8700

0.6614

GDP

0.8587

0.9478

0.6701

Expd

0.8324

0.9450

0.6732

Pension

0.8164

0.9438

0.5901

Park

0.7426

0.9348

0.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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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交互作用探测

本文利用地理探测器中的交互探测方法来检测不同因子在影响城市养老院空间分布

方面的交互作用。5个因子的交互作用结果共有10对（表3）。

由表3可知，5个自变量之间进行交互探测后均出现双因子增强现象，即因子解释力

在进行双变量交互后显著上升。由此可以看出，任意两个自变量在交互之后的影响力比

原来单独的因子具备更强的解释力，说明了城市养老院数量的空间分布实际上是多种因

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从q值来看，老年人口数量与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交互作用最强（0.8392），然后是

老年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0.8325），老年人口数量与公共财政支出（0.8293）和老

年人口数量与公园绿地面积（0.8176）。其他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均弱于老年人口数量与

其他4个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充分说明了老年人口数量与其他因素结合对城市养老院

数量空间分布来说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由此结合上述的因子探测结果可以断定出，5种驱动因素都是影响城市养老院数量

分布的重要因子，但是所有的社会经济因子结合老年人口数量这一变量后与城市养老院

的关系就更为密切，这进一步说明了，城市养老院的空间分布差异本质上是各个城市老

年人口数量的不同，但是不同城市的养老机构数量多少依然取决于其社会经济条件。换

言之，对于老年人口比例较高的城市，需要依靠强有力的经济条件才能够解决城市未来

的养老问题，这在东部地区如长三角已经能够较好地实现，但是对于老年人口比例高且

经济水平较低的城市来说，未来可能要面临更大的社会养老挑战。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中国 285座城市的养老院数量的空间分布进行了因子探

测分析，发现老年人口数量、经济水平、公共财政支出、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和公园绿地

面积是影响中国城市养老院数量的重要因素。

（1）从总体上看，中国 285个城市中养老院数量多的城市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

珠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以及中原地区，这些地区都是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在养老院建

设上具有比较强的经济优势，且大致与国家发展规划的城市群相吻合。站在需求的角度

上来看，人民越富足，则对于生活水平的追求越高。对大城市中数量占据主体的中产阶

级来说，养老机构的专业化养老服务能够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因此在经济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中产阶级更倾向于养老机构养老，大城市对于养老院服务就有更大的需求。同

时，经济更为发达的城市，也更易接受养老机构养老这种现代化的养老方式，因此在大

城市中，未来养老院将会有更大市场。并且，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中原地区都是

表3 交互作用因子得分
Tab. 3 Results of the interaction detector analysis

交互作用

Pop

GDP

Expd

Pension

Park

Pop

0.6614

0.8325

0.8293

0.8392

0.8176

GDP

0.6701

0.7091

0.7014

0.6953

Expd

0.6732

0.7042

0.6962

Pension

0.5901

0.6618

Park

0.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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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非常密集的城市群，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更多的老年人口代表着对养老院更大
的需求，这也是促成养老院建设的重要原因。

（2）在 5个影响因素中，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对养老院数量的影响最小，公园绿地面
积略高，然而这两项因素与其余 3项驱动因素有较大差距。公共财政支出影响为最大，
经济水平紧随其后，说明财政和经济水平是影响养老院数量的最重要的驱动因素。进一
步说明了，解决未来城市养老问题最核心的途径就是要快速地提高当地的经济发展水
平。老年人口数量对养老院数量也有较大影响，这也是城市间养老院数量空间分布差异
的本质原因。站在供给的角度来看，养老院的建设也是城市公共服务的一部分，这离不
开政府的支持，更高的公共财政支出意味着能够有更多的资金流入养老服务市场，以扩
充城市养老院数量。同时，更高的经济水平和数量更庞大的老年人口则可以带来对养老
院更大的需求，那么经济条件好的城市能够快速地增加养老院数量。

（3）老年人口数量、经济水平、公共财政支出、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和公园绿地面积
这5个自变量指标进行交互后均出现了双因子增强，说明他们之间的共同作用相比单个
因素能更大程度上影响城市养老院数量的空间分布。并且，老年人口数量与其他4个因
素的交互作用最强。所以相对于单个自变量来说，一座城市的养老院数量实际上是受多
个因素的共同作用，而老年人口数量是最本质原因，在与社会经济因子进行交互时，能
够对城市养老院空间分布差异产生更强的解释力。

由结论可以发现，中国 285座城市的养老院数量分布更多地是受到老年人口规模以
及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共同作用的影响。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在人口规
模较大的城市将会出现更多的养老院。根据目前的影响因素预测，由于人口基数较大以
及流入人口较多，未来大部分养老院的增加将会出现在中原地区、四川地区以及珠三角
地区，以适应其未来的养老需求。结合研究的结论，给出以下3点政策建议。

（1）通过城市养老院数量的空间分布可以看出，中原地区、陕甘宁和西南地区的人
均养老院数量过低，而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又是中国人口数量最多的地区，具有非常大的
养老院市场潜力，未来有着强烈的养老服务需求。因此，政府可以在这些地区及时出台
优惠政策，大力促进养老院的建设以满足中原地区以及西南地区未来的庞大养老需求。

（2）地理探测器结果表明城市养老院数量影响因素中最主要的驱动因素为公共财政
支出，经济水平紧随其后，表明目前大部分城市养老院的建设受到公共财政支出的影
响，同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也是主要影响因素。因此，政府可以放开市场准入限制或
者通过适当给予补贴的方式，以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流入养老服务业，来迅速地增加养
老院供给，以达到快速实现供求均衡。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混合控股公私合营的方式
建设和运营养老院，在政府监督管理下，充分地运用市场机制来满足和保障未来的养老
质量和养老需求。

（3）由于中国的养老服务业起步较晚，养老院的运营现状并不乐观，养老服务业的
从业人员技术水平和服务技能大部分不达标，医疗和急救水平不完善。因此，政府可以
通过开办培训学校提高养老院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对养老院设定医疗设施标准，使得
养老院的运营服务质量得到更好提升，使养老院老年人的生活更加舒适，安全更有保
障，也使得更多老年人愿意将养老方式由家庭养老转变为机构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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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urban nursing
homes and socio-economic driv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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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recent decades, China has become an ageing society and how to best take
care of the elderly has been in heated debate. Nursing homes have been considered as an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care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ursing
homes in Chinese cities and investigate why their distribution differs in space. This study used
crawler technology to obtain the number of nursing homes in 285 Chinese cities by September,
2019, and applied a geo- visualization technique to map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s. A novel
spatially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method (named geographical detector) was employed to
uncover the socio- economic driving factors of these nursing home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were obtained: (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nursing homes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investigated cities, indicating tha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2) The results of the factor detector test showed that the urban elderly
population,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fiscal expenditure,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joining urban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and the area of green l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umber of nursing homes in Chinese cities. Of these five socio-economic driving factors, fiscal
expenditure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the main drivers. (3) The results of the
interaction detector test showed that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of pairwise factors on nursing
homes are stronger than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 factor.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the number of nursing homes is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Moreover,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elderly population factor and four other driving factors are the
strongest determina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umber of nursing homes of Chinese cities.
Finally, several relevant policies are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increase of nursing homes in
Chinese cities based on the main findings.
Keywords: ageing; elderly; nursing home;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geographical
detecto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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